转轨专题之一

休克疗法与中国经济转轨

自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与其它转型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更因其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独树一帜。

对中国转轨的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不同角度的回答。其中，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等的观点，在主流经济学界引起多次的激烈讨论。

萨克斯和胡永泰在90年代中期后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在改革初始时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很高，并且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而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动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
他们同时认为，即使对于中国而言，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也未必是最优的，而其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的结果。比如，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产权定义不甚明晰的乡镇企业）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不是经济环境的一种反应，但如果没有这些政治约束，一开始就建立私营的部门，就没有必要日后在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萨克斯等对中国以及中东欧国家初始经济结构差异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确无法忽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及其转移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就笔者看来，上述学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休克疗法”进行辩护。他们的分析不仅无法完全解释不同转型经济的绩效差异，甚至无法全面解释中国在转轨过程中的增长。初始条件虽然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初始条件构成经济平稳转型的充分条件。

在相当程度上，萨克斯等低估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同样面临着和中东欧以及前苏联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例如缺少产权保护和市场，无法保证金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尤其缺少市场化管理和运作的经验。另外，作为一个欠发达的经济，中国还面临着许多在中东欧和前苏联所不曾有的问题，例如庞大的人口压力，缺少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同时社会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更低等等。但在他们的分析中，初始的低发展水平和巨大的人口压力都变成了有利条件，变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机会；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扭曲的产业结构）则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中国初始的低水平就业结构有助于中国实现“新古典式的”收敛，并获得比较高的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具有一定道理，但要说中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改革开始所面临的问题要少和简单，，则很难让人信服。

事实上，由于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其结果是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资源配置制度、激励机制和宏观经济环境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扭曲。在这样的赶超战略体制下，服务业部门、基础设施部门（例如交通、运输、通讯）和消费品部门都被忽视甚至压抑。所以，相对于其自身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中国和前苏联、东欧都过度工业化了。比如，萨克斯等在几篇学术论文中，都使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结构特征，但这种做法会引起误导，因为这样做忽视了产值的部门结构。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会导致劳动力结构和产出结构的偏离，而这正是理解部门传统“赶超”发展战略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中国虽然非农部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0％, 但其产值占GDP的比重却高达到61％，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产值结构相差并不太远，而与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工业化时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基本匹配的情况差别甚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实际上在改革时都面临着十分相似的任务：即如何处理一个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过度工业化的庞大国有部门。
不妨看一下胡永泰关于休克疗法的论述，他试图以越南的改革作为论据来支持其“结构差异”观点。他指出，越南正是在1989年实行了中东欧－前苏联“大爆炸”（Big Bang）式的改革以后，才拥有了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下降，农业生产率上升，小型非国有企业繁荣发展的局面。而越南与前苏联、东欧的差别正在于前者近77％的劳动力原来位于农业部门。由于有充足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国有、非农业部门，越南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功，这和中国的情况是类似的。

但这种说法显然忽略了一点，即越南实行“大爆炸”改革措施中，并没有涉及对国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1989年越南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巨大的国有部门。显然，如果“大爆炸”方案也包括对占有经济较大比重的国有企业迅速、大规模的私有化， “大爆炸”方案是否合理就并不那幺清楚了。

实际上，正如前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所显示的，即使在进行休克疗法提倡的快速私有化之后，政府仍然很难摆脱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并常常面临非常严峻的财政形势和社会保障负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一直反对休克疗法，他指出，前苏联改革的设计者之一，丘拜斯相信所谓的“政治上的科斯定理”，即一旦财产的控制权转给私营当事人，后者就会出于保护自己财产的目的来推动政治改革，并促进法制建设，这些人一旦成为所有者，腐败就会停止。但结果是，私有化后依然存在的腐败、弱政府和无效的法律使私有产权在确立之后也无法起到什么作用。在快速的私有化过程中，很难避免不公平现象，而通过掠夺获得资产者可以通过向国外转移或藏匿资产，以防止其进一步被偷窃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一定支持建立能够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制；其次，一个与社会公正观念相冲突的私有化将损害法律的道德可信度，并引起人们的反感，而大众对法律体系的认同对于法制建设过程中得到各方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即使转轨后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要保护通过掠夺获得资产的私有者财产也未必可行。一旦考虑到这种前景，通过掠夺获得资产者也未必支持法制。

在俄罗斯发生的情况更加严重，由于少数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巨大财富，并能够对媒体和政治过程施加各种影响，他们往往通过运用自己的政治能量去推动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框架，比如保护其垄断等，从而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和更多人的发展，又比如滥用破产法，去夺取其他人，尤其是普通工人的财产等。
进一步而言，即使如萨克斯等所说的那样，如果在前苏联、东欧存在着更强的经济扭曲，则在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以后，不仅新的在原计划体制下被忽略的部门会应该增长，而且原体制下的部门在私有化后，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善，也会实现效率改进。但实际上，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在改革后原体制下的传统部门普遍出现了生产下滑甚至大规模破产的局面，而新的市场化部门（例如消费品生产部门）也并没有获得及时的增长。萨克斯强调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体制下的国有部门可以享受很好的国家福利，因此新的市场化部门也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劳动力。但这实际上是说要等到传统国有部门要因为休克疗法完全破产才能够释放出劳动力，即必须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按照这个逻辑，只有在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国有部门的福利且陷于赤贫状态时，他们才别无选择而进入新的市场化部门。但从中国的情况看，这一点也不成立。比如在中国，不少国有部门职员在进入非国有部门之后仍然得到原有的住房等福利，而且很多国有企业甚至设立一些集体性质的分支来进行更加市场化的运作，即所谓的“一厂两制”。实际上，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效率不高，其职工虽然享受一定的福利，但水平并不高。在激励机制改善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化部门通过自身的发展就有可能将劳动力从原传统国有部门中吸收过来。

